
在德国巴伐利亚青铜和铁器时代的婴
幼儿墓葬中，发现了一类奇特的带流“勺形”
陶器（图 1：1-2）。研究者通过残留物分析，
发现此类器物上残留有反刍动物奶的脂肪
酸等成分，从而科学地证实它们是用于哺育
幼儿的“奶瓶”。该研究不仅确认了特定器物
的功能，也为我们审视其他时空范围内形态
相似的遗物提供了新的思路。事实上，在此
研究之前，学界已推测德国更早期的线纹
陶文化中出土的类似陶器可能也具有喂养
功能（图 1：3-5），只是受限于年代久远和器
型开口较小，提取有机残留物难度较大而没
有进行科技手段验证。

由此，笔者联想到在内蒙古林西白音长
汗遗址兴隆洼文化遗存中出土的一类小型
带流“石杯”：二者在形态特征上具有相似
性，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的功能也具有某种共
通性？在没有残留物分析直接证据的情况
下，本文试图通过器形观察结合使用情境等
手段，来对此类“石杯”功能进行探讨，并提
出一种可能性：它或许与巴伐利亚所见之

“奶瓶”具有相似功能，并且在早期动物驯化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为什么也是“奶瓶”？

白音长汗遗址地处内蒙古东南部，坐落
于西拉木伦河北约 2 公里的一列山岗顶部
及东侧缓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蒙古文
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
发掘，揭示出该遗址是一处以兴隆洼文化为
主体，同时包含赵宝沟、红山及小河沿文化
遗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群，文化内涵丰富且
延续时间较长。

在属于兴隆洼文化晚期的二期乙类遗
存中，共出土了四件（一件完整器、一件半
成品、两件残器）形制特殊的小型“石杯”
（图 2：1-4）。从外观形制来看，这类器物在
圆柱状杯身外侧附有一精心加工、向上翘起
的小槽，形态与后世酒器爵的“流”相似，说
明其应具备倾倒液体的功能。

完整器（图 2：2，AF43③：11）整体高约
12.6厘米，杯体高约 8厘米，底径约 4.8至 5.2
厘米。根据线图判断，其内部呈圆锥体，估算
其有效容积介于43至129毫升之间，属于小
容量容器。半成品器物（图 2：1，BF44①：1），
内部仅琢出浅凹，外壁未磨光，体积更小，若
制作完成，其容量将更为有限。其余两件残器
（图2：3、4）的尺寸亦未超过完整器。因此，可以
判断此类器物是用于盛装少量液体的器皿。

从形态功能来看，此类器物具有两个明
显特征，一是向上翘起的“流”，其主要功能
是在倾倒液体时控制液体流速和方向；二是
其盛放小容量的液体，而此类液体很可能是
稀少的或需控制用量。白音长汗遗址二期所
属的兴隆洼文化晚期，人们主要从事狩猎采
集经济，过着半定居式生活。结合这种生产、

生活背景，符合上述特征的液体，可能有酒
（或发酵饮料）、药液（或植物汁液）和奶等。

首先，该器物作为酒器的可能性较低。
此阶段虽然出现了少量粟作生产，以及狩猎
采集到的野果等均可作为酿酒原料，但所酿
酒度数较低，不大可能出现工艺复杂的高度
酒，因此也无需如此复杂且小型的专用饮
器。其次，作为药液容器的可能性亦存疑。因
病施药具有偶然性与特殊性，很难想象先民
会为这种非日常行为，专门设计并耗费工时
制作一类形制固定的石器。

排除了上述可能性后，将此类器物视为
一种喂食器（或“奶瓶”），在逻辑上便显得更
为顺畅。上文提到，在早期线纹陶文化以及
巴伐利亚地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墓葬中
出土的“奶瓶”，与白音长汗二期“石杯”在形
制上展现出某些相似特征：均设有容积不大
的液体储存容器，并都带有上翘的“流”，以
方便倾倒。尽管这些器皿与白音长汗二期遗
址所出土的“石杯”在时代、地域及文化属性
上均不相同，但它们在主要特征上的高度相
似，意味着其功能可能存在共通性。

材质与功能：动物喂食器的推测

尽管，白音长汗“石杯”与欧洲的“史前奶
瓶”特征相似、功能趋同，但二者材质不同。于
是引出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在已经掌握
成熟制陶技术的背景下，白音长汗二期的先民
为何要舍弃易加工的陶土转而选择耗时费力
的方式，通过琢、磨等来制作石质喂食器？

笔者认为，材质不同是判断该器物使用
情境的关键。虽然从其器型推测其很可能是
用于喂奶的喂食器。但是在兴隆洼文化与巴
伐利亚青铜、铁器时代所不同的是，遗址中
除了狗之外尚未出现其他被驯化的动物，因
此，该器物不大会是使用动物奶来哺育婴儿
的喂食器。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其最合理的

使用情景是使用人类乳汁来哺育动物幼崽。
与易碎的陶器相比，石质器皿具有耐

磨、耐磕碰、耐啃咬，且渗水率更低的优点。
这些特性，恰好与喂养动物幼崽这一场景高
度契合。兴隆洼文化之时，先民们已经开始
了对动物驯化的尝试。其中，查海遗址出现
了大量猪骨，且死亡年龄集中在成年，发掘报
告认为其已经开始了驯养猪的尝试。而在白
音长汗遗址，发现野生动物骨骼最多的是鹿
科（包括马鹿、斑鹿、狍），其次是野猪，而此种
石质喂食器的出现，很可能说明白音长汗二
期的先民也开始进行鹿科、野猪等哺乳类动
物的驯化过程。先民在狩猎过程中，完全有可
能捕获到活的幼崽，为了获得更多肉食资源而
尝试对其进行饲养，在此过程中逐渐开始对
野生动物的驯化便成为顺理成章的行为。

用石质器皿喂养动物幼崽，其优势显而
易见：坚固耐用，可承受幼崽的抓咬和碰撞，使
用寿命长。此外，当时尚无其他可提供奶源的动
物被驯化，哺育幼小的野生动物，唯一的选择便
是人类乳汁，而又由于人乳珍贵，石质器皿具有
低渗水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浪费。

只不过，对鹿科动物的驯化是一个极其
困难且注定失败的过程。由于鹿很难在人工饲
养的环境下繁殖，直至近代才探索出完全人工
养殖技术。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兴隆洼文化先
民进行驯化实验的可贵性。白音长汗的石质喂
食器，或许正是这一探索阶段的珍贵物证。相
比之下，同属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已出土了
相当数量且年龄结构具有初步驯化特征的猪
骨，这或许表明该文化人群在野猪驯养方面取
得了实质性成功。两者共同勾勒出一幅从积
极探索到部分成功的早期动物驯化图景。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白音长汗遗址带流
“石杯”的形态分析与功能推演，并结合其生业
经济背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欧洲“奶瓶”使用
情境的解释。我们认为，该“石杯”很可能是在
早期动物驯化探索中，用于喂养被捕获哺乳动
物幼崽的专用喂食器。石质的选择，是基于喂
养对象（动物幼崽）的特性而做出的实用主义
决策，旨在满足坚固、耐用的现实需求。

本文的论述主要建立在器物比较与逻
辑推演的基础上。其最终证实，仍有赖于未
来多学科合作的科技考古工作。例如，若能
运用微痕分析技术，观察已经被使用过的

“石杯”的“流”部是否存在动物牙齿留下的
划痕与磨痕，或通过残留物分析手段提取相
关残余，都将验证该假说是否成立。最后，希
望本文的思考能抛砖引玉，为相关器物的深
入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一般专项科研
计划项目（24JK0689）、西藏民族大学教学
改革与研究项目（2025774）的阶段性成
果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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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的跨区域互动一直是考古学
研究的热点问题，时常基于两个相对独立的
考古学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若干遗存的相
似度，来判定两者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交互
关系，这也是考古学文化范式中研究文化变
迁的立论基础。

《中国文物报》年内刊发了任瑞波、涂令
颖、张小雷《八“异”与三“疑”：关于红山文明
与凌家滩文明关系的若干思考》（《中国文物
报》2025年3月11日）一文，提出了很有建设
性的思考。该文中作者指出不应仅局限于相
同，而相异同样也可说明诸多问题。就以往
学界提供的相似性证据中对于玉人的比较，
笔者拟进一步抛出问题参与到讨论之中。

我们知道从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
最早的玉器，或称之为用玉传统出现在东北地
区距今9000年左右的小南山遗址，其代表性
玉器是玉玦，特点为都是由一些片状切割的
玉料制成，玉器的颜色和器类比较单一，可看
作是玉文化的源头。随后东北地区（尤其是考
古学上的辽西）建立的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
序列中，玉器一直是该区域各阶段具有代表
性的文化特征（至于其他使用玉器的地区是
独立起源还是由小南山这个重要的起点经过
辽西向外扩散，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
红山文化所在区域中玉器的起源及有序发展
是一脉相承的。至红山文化时期，玉器迎来高
峰，出现以玉猪龙为代表的诸多器型，就包括
本文预着重探讨的玉质人像。几乎同一时期
位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中也有玉质人
像，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两者存在互动关系。

从形制外观上比较，红山文化的人像双
臂置于胸前，腹部凸起，两腿并拢似蹲坐状，
似乎在表现处于孕育状态的人类（孕育或生
产？），而凌家滩的玉人突出表现在双手的动
作和面部的表情，整体姿势是站立，双腿微
屈，似在表现某种仪式（念咒或作法？）。再仔
细观察人像中的细节，红山玉人仅在后颈部
有一个穿孔，而凌家滩人像的穿孔在身体两
侧，显示两者玉人的使用方式或有不同。

两者器物组合出土背景也有差异。正如
《若干思考》一文所提及的，基本上凌家滩的
玉器是作为随葬品或出现在明确为祭祀性
质的单位中，与玉人组合的还有玉龟和玉片
板，所表现的信息可能在于三种器物共同使

用成为仪式的一部分。红山文化的玉器不仅
在墓葬中常见，还见诸于其他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遗迹单位，可以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玉器
的参与度也比较高。红山文化不同性质的遗
址中玉器的显示度也有所差异，这种分布不
均衡的现象或表明两种文化中对于玉器以
及玉器组合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分属不同功
能和使用情境。

再将玉器放置在各自大的文化传统中去
考察，两者玉器文化的传统是相对独立发展
的，各有其渊源。红山文化来源于赵宝沟文化，
而凌家滩则植根于江淮地区。直接来源自北阴
阳营的可能性更大。这么看，玉器的起源有其
生态因素和地方文化基础，要作为“显赫物品”
出现，尤其是位于区域外的传播与接受并成为
本地的文化表现形式等问题仍需单独探讨。

而目前对于红山文化这一人像表现形
式的“母题”可以在其区域性文化发展中找
到源头。至少从兴隆洼文化开始，对于人像
的表现横跨石、陶、玉三种材质，表现主题极
为一致。这种渊源放置在广大欧亚草原的高
纬度地区有其文化生态基础。我们把时间线
拉长，把空间范围扩大会发现，人类至少从3
万年左右就开始刻意用物去表现非实用功
能，艺术品独立成为一种物质表现，这种行
为明显区别于之前数百万年单纯为制作工
具打制的石器。如欧洲出现的洞穴壁画，主
要以动物群为观察对象，还有用猛犸象牙雕
刻的“史前维纳斯”，以夸张的女性身体表现
着他们的认知，这些“女神像”体量小可携
带，并普遍在史前欧洲流行。那么，从中国史
前考古材料出发，东北地区这种人像传统一
直从兴隆洼延续至红山并可能持续影响至
燕山南北地区。到红山文化时期发展为以女
神形象、积石冢、祭坛为代表的强烈“巫觋”
传统。而从广阔的欧亚草原地带外延，至少
在欧亚大陆的西亚和中国，两区域在农业起
源及定居生活的演进中虽有不同，如陶器是
新石器时代的先决条件（如中国），还是不必
有陶器就进入“前陶”新石器时代（如西亚）。
但整体的文明进程却表现得十分相似，都是
在农业定居后发展出早期城市和早期国家
等复杂社会。某种程度上在艺术的表现上看
共性也很大，最初都是先集中出现女性形象
的陶塑，都有类似于夸张的形体，在艺术表

现上都有动物形象的参与。无论是单独的动
物形象还是人和动物的“组合”横跨整个欧
亚大陆，甚至在金属时代，其金器、青铜器上
的纹饰仍以这些纹样为重要表现形式。

因此，笔者认为当我们关注到史前考古
遗存中带有可识别的人或动物形象图像的
器物时，不妨先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或人类
艺术发展规律的视角去看待，再基于两者一
定程度上的相似性提出是否传播的结果就
需要谨慎。比如，人类一直追求在陶器、青
铜、纸质基质上的二维空间下表现三维和立
体，因此只能将所想要塑造的形象做所谓“平
面化”处理。以鸟形象为例，当依托的基质是
一个平面的，比如陶器和玉器上，自然鸟头就
需要看向左侧或右侧，翅膀就被表现为横向
铺开状，否则无法完整地将之形象表达出来。
只有在依靠陶土做成陶制品雕塑时才能表现
为三维，或至青铜时代我们才看到了更为逼
真的金属鸟类形象。古人在不同技术条件下
所设计的图像表达，需要根据不同的基质（或
称之为材质）和制作技术有所调整。那么也就
不能说所有地区的相同构图、设计出的鸟类形
象都是由一个原初的点发生并扩散的。我们看
与欧亚大陆无法直接交流的美洲文明中的人
和动物形象，甚至是玉器同样也能找到极为相
似的表现形式。由此笔者认为红山与凌家滩
人在通过玉器这一介质表现人像时不需要相
见或沟通就能设计出大同小异的作品。同时，
红山文化其他玉质器物表现的猫头鹰（绿松
石质）、熊、猴，凌家滩文化的鸟（可能是鹰、秃
鹫）和双头猪的组合、龟等均是两地古代先民
依据对当地动物形象的观察制作的，这些动
物形象在两地文化传统中可能代表着不同属
性和认识，其器物组合和使用情境也可能不
尽相同。当然，对于最为相似的玉猪龙笔者暂
倾向于认为可能是两者交互的结果。所以需
要说明的是，本文绝不是为了否认两者的联
系，而是探讨两者在何种层面上，何种形式上
的相似性是基于交互得来的。至于说究竟是怎
样形成的交互，背后的发生机制问题，可能在
考古材料层面难以识别，还需要通过更多的
证据来论证。诚如《若干思考》一文中所说的
那样，需要人类学、民族学中探讨物质文明
交换的理论与案例研究来提取和支撑论证。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关系补论：以玉人的比较为例
李彬森

内蒙古白音长汗遗址带流“石杯”功能蠡测
——新石器时代动物喂养（驯化）的器物观察

李舒涵

红山文化的发现至今已逾百年，
百余年来红山文化考古工作在持续推
进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材料积
累不平衡的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晚期
阶段墓葬材料丰富而早、中期阶段居
址材料匮乏，这种不平衡性一定程度
上已经成为红山文化研究整体走向深
入的制约因素。可喜的是，2009 年至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
院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
对赤峰市魏家窝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
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重
要收获。经过多年的潜心整理之后，学
界翘首以盼的魏家窝铺遗址发掘报告
于 2025年 3月正式出版，使得诸多过
去限于材料而无法深究的问题获得了
解决的契机。在此，笔者以该遗址红山
文化早期单位包含的其他文化因素为
切入点，探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距今
6500～6000年）与同时期相关考古学
文化的互动关系，以求更为全面地把
握红山文化的谱系构成情况。

南向与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

在红山文化早期阶段，与其联系
最密切、接触最频繁的当属活跃于华
北平原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这是在
魏家窝铺遗址发掘之前学界就已经形
成的基本共识。魏家窝铺遗址的发掘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上述两支考古
学文化关系的认识，极具后冈一期文
化特征的圜底釜在辽西地区集中出
土，使人们惊叹于后冈一期文化北上
影响力度之大。早在该遗址发掘之初，
段天璟等学者已明确地认识到，此处
所见圜底釜、三足钵形鼎、双耳鼓腹罐
及红顶钵等都具有后冈一期文化的特
征。循太行山与燕山北上的后冈一期
文化不但向红山文化输入了诸多特点
鲜明的陶器类型，甚至还呈现出了许
多与红山文化交融的现象。这说明二
者之间的交流并非仅是一般所认为的
传入与接收的浅层状态，而是已进入
到相互认同、彼此融合的深层水平，从
而真正地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共生状态。

需要补充的是，魏家窝铺遗址中
所见后冈一期文化因素不止上述几
种。例如，魏家窝铺遗址与河北邯郸市
石北口遗址出土泥质敛口深腹盆的形
制几乎完全相同（图 1：1、4）。魏家窝
铺遗址还发现有目前红山文化遗址中
仅见的一件圈足罐，上半部饰凹弦纹
带，下半部饰指甲形纹（图1：2），形态特
征及纹饰组合与石北口遗址H16:15（图
1：3）相似。后者虽然底部残缺，但石北
口遗址H31 出土的类似器物下接圈
足。据此推断，红山文化的圈足罐也应
是受后冈一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后冈一期文化对
于红山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日用陶

器之上，还表现在房址结构等方面。辽西地区年代较早
的兴隆洼文化及赵宝沟文化均无灶前挖建狭长火道的
传统，至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灶与火道的组合一跃成为
主流，这种复杂的室内设施当是后冈一期文化的舶来
品。可见，后冈一期文化对于红山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生
活用具，甚至还包括生活方式。至红山文化中期阶段，
以釜为代表的后冈一期文化陶器因素几乎集体消失，
但灶与火道的组合形式则依然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而
沿用下来。然而到了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所代表的红
山文化晚期阶段，延续时间长达千年的长条形火道至
此终结，本土传统最终完成了回归。事实上，有无火道
可能暗示着房屋内部结构存在差异。灶与火道之上是
否存在控制通风与过火的附属设施？这应作为今后田
野工作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

西南向与半坡文化的交往

或许是由于空间位置相距较远的原因，红山文化
早期与后冈一期文化的联系远较与同时期陕晋豫地区
半坡文化紧密。诚如乔梁所言，红山文化中红顶钵、带
钮缸及宽带纹等被视作半坡文化影响的因素，实际上
多属于半坡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共同拥有的一些特
征。正因如此，有关红山文化与半坡文化的关系问题并

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足够重视。实际上，许多红山文化
早期遗址都发现有陶瓮，但由于多不完整，所以这类器
物的来源问题也未能引起太多的关注。魏家窝铺遗址
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完整的陶瓮，它们的出土使学界认
识到，红山文化深腹敛口瓮应是由中原地区的半坡文
化传入的。毕竟后冈一期文化中基本不见此类器物的
踪影，但陶瓮是在半坡文化的哪个阶段输入辽西地区
的却无人论及。

魏家窝铺遗址F64和F69均包含两种形态的瓮，一
种唇外叠（图 1：5），另一种唇不外叠（图 1：6）。我们注
意到，第二种陶瓮的整体造型与山西省临汾市北橄遗
址H34:49（图 1：7）极为相似，与之共存的还有半坡文
化最具特点的杯形口尖底瓶（图1：8）。戴向明指出，以
H34为代表的北橄遗址第一期遗存是关中半坡文化流
入晋南等地之后形成的一种地方变体，年代应在半坡
文化中期范围内。至少就魏家窝铺遗址而言，这里发现
的陶瓮应是在半坡文化中期阶段主要由晋南地区传播
而来的，至于具体的路径，限于当前材料的积累水平我
们还无法准确地勾勒出来。

西向与鲁家坡一期遗存的接触

鲁家坡一期遗存是河套地区仰韶时代早期兼具半
坡文化与后冈一期文化双重特质、同时具有一定自身
特色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近来有研究者注意到，鲁家坡
一期遗存的个别陶器与红山文化中期陶器相似，据此
推断鲁家坡一期遗存在半坡文化的驱赶之下可能部分
地融入了红山文化之中，这种认识颇具启发意义。

魏家窝铺遗址发掘报告的刊布使我们意识到，鲁
家坡一期遗存与红山文化的接触其实早在后者的早期
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以内蒙古鄂尔多斯鲁家坡遗址F5
出土陶器为例，其中的一件敛口圆肩盆（图1：12）造型与
魏家窝铺遗址出土陶盆（图1：9）造型相仿，区别在于前
者施绳纹而后者素面。鲁家坡遗址F5出土的敛口折腹
罐上腹施弦纹带，中部安小钮（图1：11），整体风格与魏
家窝铺遗址出土同类陶器（图1：10）几乎完全相同。鲁
家坡一期遗存应是沿阴山南麓与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向
东挺进的，数百年后，处于晚期的红山文化反其道而行
之，向河套地区仰韶时代晚期的庙子沟文化施加了文
化影响。这条文化通道正是之后长城地带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史前时期区域间文化互动以及历史时期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东南向与后洼下层文化的交流

后洼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辽东半岛东南沿海一
带，王月前的研究表明，后洼下层文化的绝对年代处于
距今 6500～6000 年，与红山文化早期年代相当。令人
颇为不解的是，尽管这两支考古学文化同处于东北文
化区内，但除造型简单的筒形罐外，二者在文化面貌上
的共性则并不多，以至于很少有人对它们进行横向的
比较分析。令人欣喜的是，魏家窝铺遗址材料的公布为
我们重新认识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条件。

辽宁东港后洼遗址曾发现一件陶埙，顶部为较小
的吹孔，肩部有一较大的音孔（图1：15）。这是当时中国
东北地区已知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稍显遗憾的是，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再未见
到同类器物。魏家窝铺遗址陶埙（图1：14）的出土既为东
北新石器时代音乐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又为考察
红山文化与后洼下层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不难发现上述两件陶埙的共性特征十分明显，只是它
们之间的传播影响方向目前还无法准确判明。此外，辽
宁大连北吴屯遗址下层出土的一件陶片所饰绞索状纹
（图1：13）与魏家窝铺遗址F64出土陶瓮（图1：16）纹饰
相同。此类纹饰在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晚期筒形罐上
就已经出现了，之后为赵宝沟文化的陶钵所延续，最终
被红山文化所继承，可谓一脉相承、源流清晰。由此来
看，后洼下层文化的绞索纹应是红山文化输入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北吴屯遗址下层发现有中国东北地区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无底筒形陶器，红山文化的此类
陶器则出现于中期阶段，所以不排除红山文化筒形器
的出现与后洼下层文化存在关联的可能。

东北向与左家山下层文化的互动

左家山下层文化集中分布于西流松花江流域，与
红山文化占据的辽西地区隔东北平原相望。左家山下
层文化的延续时间长达一千余年，与红山文化存在很
长的并行发展阶段。在谈及左家山下层文化与红山文
化的关系问题时，大家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二者玉龙
的内在联系上。除此之外，陶器也是洞悉两文化互动情
况的关键着眼点。

吉林长春元宝沟遗址H5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其中
的一件红顶钵（图 1：20）显然不是当地土著因素，这类
带有显著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特点的器类无疑是辽西区
文化向东北腹地渗透的结果。魏家窝铺遗址中即见有
许多红顶钵标本（图 1：17），只是报告所公布的线图未
对“红顶”予以明确表示。元宝沟遗址H5出土动物骨骼
的碳十四测年结果为距今6140±175年（经树轮校正），
同样证明该单位相当于红山文化早期。上述两处遗址
出土陶器还互见复线构成的连续折带纹（图1：18、19），
早于红山文化的赵宝沟文化不见此类纹饰，长春市左
家山遗址T11第③层中也发现了连续折带纹筒形罐，
与之共存的一件陶片饰刻划几何纹内填之字纹，带有
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的时代风格。左家山遗址T11第
③层所见情况说明，西流松花江流域复线连续折带纹
的出现年代很可能早于辽西地区。换言之，红山文化在
向左家山下层文化输出影响的同时，后者也将自身因
素回馈到前者之中，彼此之间是一种互通有无的双向
式交流。

总之，从魏家窝铺遗址出土材料来看，在红山文化
早期阶段，周邻多个文化区的文化因素几乎同时汇聚
到辽西地区，呈现出一种八方辐辏之势。使得红山文
化一经出现便形成了多元的文化谱系结构，多方因素
的注入极大地提高了红山文化的发展活力，并在此过
程中增进了与相关文化区的互通与联系。毋庸置疑，
红山文化能够成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为发
达的考古学文化，与其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胸怀密
切相关。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东北地区
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 25CKG008）
和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国际比较视野
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2024-265）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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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魏家窝铺遗址与其他遗址出土陶器对比图
1、4.敛口深腹盆（F62:1、H70:16） 2、3.圈足罐

（H151:1、H16:15） 5～7、13. 瓮（F64:5、F64:10、
H34:49、F64:14） 8. 小口尖底瓶（H34:27） 9、12.
敛口圆肩盆（F75:8、F5:2） 10、11.敛口折腹罐（G3
①:6、F5:4） 14、15.埙（F46:5、无编号） 16.拓片（无
编号） 17、20.红顶钵（F30:22、H5:40） 18、19.筒形
罐（F64:4、H5:25）

图1 1-2.Dietfurt儿童
墓葬中出土的喂食器
3-5.维也纳（Vienna）、
沃森多夫（Vösendorf）、
弗兰兹豪森-科科伦
（Franzhausen- Ko-
koron）出土的喂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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